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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来华传教士关于文宇传教的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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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通 过对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一些传教士的言论分析 ,可 以发现传教士对文字事工的乐观估计 ,对 文字作

品效力的充分肯定 ,对 文字传教策略的不断调整及对文字事工本色化的矛盾态度 ,都 反映 出他们对如何在华开展

文字事工有一个变换策略、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 ,其 最终 目的在于福音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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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基督教差会通常将其传教活动分为五个领

域 ,即 布道、教育、医疗、慈善和文字五大事工。所谓

文字事工包括文字创作与翻译 ,书报刊印刷、出版、

发行等工作 ,其实就是新闻出版事业。本文主要关

注的是新教图书出版事业。为说明问题 ,偶 尔也会

涉及文字事工的其他方面。

过去 ,中 国的传教史研究较少系统论述基督教

在华出版事业 ,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,上 个世纪 80年

代以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正如宋原放先

生所言 :“ 鸦片战争以后 ,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举办出

版业 ,过去往往以文化侵略一言以
‘
毙

’
之。在此影

响下,50年代张静庐辑注的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》只

收了《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》一篇不到 3500字 的

文章。有的书避而不谈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出版

业、现代印刷机器以及传教士发明了电镀华文铜模 ,

当然 ,也避而不谈外国传教士的出版业几乎垄断我

国出版界硐 年之久。
”
[1](7页 )从上个世纪末到目

前 ,国 内已经有一些论著涉及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 ,

除几篇论文外 ,还 有一些中国基督教史论著辟有章

节加以论述 ,专门论述中国基督教出版史的论著则

有笔者参与翻译的《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-

1949》 [2]。 但尚未见到专门探讨近代来华传教士

关于文字传教的认识的文章。

·在民国建立之前 ,西方传教士的文字活动最为

显著 ,中 国教徒只是起到辅助作用。民国建立以后 ,

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及本色化运动的兴起 ,中

国本土教会的文字活动逐渐加强 ,出 现外国传教士

和中国基督徒文字活动并存的状况。

西方差会在中国兴办文字出版事业必然有其 目

的。我们今天对其做一番历史的回顾和检讨 ,是 一

个有意义的研究项 目。如果仔细研究不同时期一些

传教士的言论 ,可 以发现他们对于如何开展文字事

工有一个变换策略、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。

一 早期对华文字事工的乐观估计

新教在华传教活动一开始就重视文字工作 ,并

对此抱有很大的然而有一些盲 目的希望。1807年 1

月 ⒛ 日,伦敦传教会专门为马礼逊 (Robert Morriˉ

son)赴 中国举行欢送大会。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

的《书面指示》,其 中明确谈到了文字工作 的要求 :

“
我们相信你能够继续 留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 ,

一直住到你能达到完全学会中文的目标。然后你可

转到另一个方向使用你的中文知识做对世界广泛有

益的事 :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 ,要超过以前任

何这类字典 ;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,好使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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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分之一 的人 口,能 够直接 阅读 中文圣经。
”
[3]

(zS-26页 )从 这里可以看出 ,伦敦传教会 的希望值

很高 ,幻想全中国人都能阅读圣经。18凹 年 1月 31

日,马礼逊在伦敦登上
“
雷米顿兹号

”
货船取道美国

前往中国,9月 8日 到达广州。

马礼逊到中国后 ,即 忠实执行伦敦传教会的指

示 ,从 事圣经翻译工作 ,他 顽强地练 习写 中文字 ,

“
盼望将来能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,好使庞大的中国

中的数万万人能够阅读中文圣经 ,使他们得知救赎

的奇妙
”
[3](45页 )。 1808年末 ,他在写给伦敦会的

一份报告中说 :“ 原来制订的要编中文文法、《华英

字典》和翻译圣经 ,以 及编写劝世文等的计划一旦

实现 ,我认为就可以在这个封闭的中华帝国开始进

行推广传播福音的工作了。到那时 ,上 帝将会感化

中国统治者的心 ,为 我们启开巨大的和有效的门

户。
”
[3](51页 )马 礼逊的身体状况不佳 ,但他不忘

使命 ,一直坚持文字工作。1811年 1月 7日 ,马 礼

逊在给伦敦传教会的回信中写道 :“ 我要向董事会

感谢批准我继续攻读难学的中文和编中文文法及字

典。愿上帝赐我健康和机会能完成这些工作 ,有 助

于在亿万中国人中广传神圣的真理。我以能为耶稣

基督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而感到无上的光荣。
”
[3]

(68页
)

1811年 ,伦敦会出版的年报记载了马礼逊在中

国的情况 ,对其文字工作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,其 中写

道 :“ 当我们想到 ,马 礼逊是被派往那个广大的国家

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 ,又 是第一位将圣经陆续译成

中文的翻译者 ,并把这部生命和救恩的书介绍给有

3亿读者的中国的人。我们不能不恳求全英国的人

民 ,向 教会的头 (即 耶稣基督 )呼 求 ,让 主能欣然地

延长马礼逊的寿命 ,使他不但能全部译完圣经 ,并能

印刷出版 ,还 能使这部 中文版圣经在那广袤的中国

大地上广泛流传。
”
[3](7I页 )到 1834年病逝时止 ,

马礼逊的主要活动就是翻译《圣经》和编纂《华英字

典》,并在马六甲开办了一所英华书院。他不但 自

己译书 ,还用自己的钱开办了两处印刷所 ,出 版了大

量的书刊。

为了使马礼逊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,伦 敦

会还物色了一位愿意献身、具各是够才能的米怜

(William Milne)牧 师到中国做马礼逊的助手。米怜

对中文出版曾有一段乐观的谈话 :“ 在每一种优雅

的文字中,利用该文字出版书刊以传播人类和神明

116

的知识 ,对所有读者来说 ,都是明显有效的。至于用

中文出版的书刊 ,也许要 比任何别种文字更能有效

地与中文读者沟通 ,因 为中国能看书的人 ,其 比例远

比人类的其他民族大得多。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

之多 ,而且语音各异 ,常 常无法互相交谈 ,唯 一的办

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。因为中国的书写文

字是全国统一的 ,利 用写中国字的办法可以和任何

讲方言的中国人沟通 ,这是中国的特点。
”
[3](135—

1“ 页)应 当说 ,米怜对 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的认识

是深刻的 ,至 于他认为当时中国识字人 口比例 比其

他民族大得多 ,则 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。其实 ,清末

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 民占主要人 口的国家 ,而农 民

的识字率是很低 的 ,即 使进人 民国时期仍然如此。

有报告称 ,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,每十个中国

人当中大约只有一个具各读书写字能力。1920年

代曾有一项对全国不同地区 46001个 家庭的专门调

查 ,报 告显示 ,⒆ .3%的 男性农民和 98.7%的 女性

农民是文盲 [2](zz页 )。 在以后 的传教活动中 ,传

教士终于认识到中国人识字率低下 ,文 字作品的效

果实在有限。不过 ,前 述乐观的估计倒是可以促使

米怜及其他传教士积极从事中文书刊的编辑出版工

作。

二 对文字作品效力的充分肯定

对于开展文字宣教的好处 ,传 教士首先想到的

是文字作品不受地域限制的传播媒介的作用。虽然

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抱有很大的

希望 ,但其活动实际上却遭到很大的阻力。由于清

政府的禁教政策 ,从 1807年到 1840年间 ,包括马礼

逊在内的来华英美传教士都逗 留在澳门、马六甲及

新加坡等地 ,有时以商业身份作掩护悄悄溜到广州

活动。因此 ,他们的传教工作也大致在这些地区开

展。在诸多教会事工中 ,只 有文字作品的出版和发

行可以突破区域的限制 ,传到中国大陆。对此 ,外 国

差会和传教士们是有充分认识的。

裨治文 (Elijah C。 Bridgman)是 受美 国美部会

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。1829年 10月 初 ,

裨治文被封立为牧师 ,准 各前往中国。公理会签发

给他一封指示信 中提到 :“ 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

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字上。⋯⋯希

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。本

委员会要你做的另工项工作 ,就 是希望你利用一部

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 ,特别是《圣经》。因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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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政府不会容许公开传教 ,介 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

段 ,乃 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。⋯⋯除了别的工作外 ,

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 ,是 在中国人 中间推广福音。
”

[4](zz页 )裨 治文于 1830来华之后 ,不 仅师从马礼

逊学习中文而且在传教方针上也深受马礼逊的影

响 ,认为文字出版工作乃是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首

要任务。作为美部会中国宣教团的先驱传教士和主

要负责人 ,裨治文于 1832年开创了两项重要的宣教

工作 ,一是创办了美部会印刷厂 ,另外就是与卫三畏

合作创办了英文月刊《中国丛报》(Chinese Repo蚯 to-

ry)。

马礼逊夫人在总结马礼逊等人的文字活动后也

认为书籍对于打破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非常有效 :

“
中国目前仍闭关 自守 ,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

忌 ,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 ,宣

扬福音 ,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 ,皈依基督教。但是如

能出版书籍 ,中 国人都可以看得懂 ,而且可以通行无

阻 ,只 要有人谨慎小心地去散发 ,就可源源不断地输

人中国全国各地。
”
[3](135t136页 )事 实上 ,来华传

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在旅行布道时或在科举考场 ,经

常采取散发福音书籍和小册子的方式来传播福音。

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以后 ,五 口通商 ,传 教士

终于得以登陆中国沿海口岸活动 ,但是 ,活 动范围的

局限远远满足不了传播福音的需要 ,为 此他们仍然

寄希望于文字事工。1857年 ,英 国传教士伟烈亚力

(Alexander Wylie)在 创办《六合丛谈》之时的一段话

颇能表明这种看法 :“ 溯 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 ,航海

东来 ,与 中国敦和好之谊 ,已 十有四年矣。吾国士民

旅于沪者 ,几历寒暑 ,日 与中国士民游 ,近沪之地 ,渐

能相稔。然通商设教 ,仅在五口,而士人足迹未至

者 ,不知凡几 ,兼以言语各异 j教化不同,安能使之尽

能明吾意哉?是以必须书籍以通其理 ,假文字以达

其辞 ,俾 远方之民与西土人士之性情 ,不 至于隔

阂。
”

[5]而 该刊的目的就是利用文字的传播来冲

破仅能在五口传教的束缚 ,起到交流中西文化、传播

西方宗教的作用。

不少提倡文字事工的传教士还将文字出版与其

他宣教方式加以比较 ,认为前者有许多独特的优点。

18zz1年 ,马礼逊回国度假。翌年 5月 11日 ,他

在伦敦布道会讲道时 ,说 了这样的一段话 :在 中国 ,

“
对于识字者 ,广泛的使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 ,会 比

教师的说教传播得广泛 ,它可以深入国王和官员的

王宫 ,学者的书房和穷人的木屋
”
。他谈及在 中国

有些地区 ,外 国人根本不受欢迎 ,采用印刷品来传播

知识
“
比用言语更持久 ,比用传统方式 (意指传教士

在教堂讲道)更加切实
”
[6](第 1卷 88页 )。 就拿办

教育来说 ,在 鸦片战争前后 ,传教士曾在东南沿海城

市开办一些教会学校以吸引中国青少年信教 ,但收

生数量有限 ,收效不大
°
。1839年 ,美 国传教士玛卡

雷 ·布朗认为 :“ 单纯的传教工作 ,是 不会有多大进

展的 ,因 为传教士在各方面都要受到无知官吏们的

阻挠。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 ,但在一个短时期内 ,

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、人 口众多的国家里 ,少数基督

教学校能干出什么?我们还有ˉ个办法 ,一个更迅

速的办法 ,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。这是基督教教

会历史上常见的办法。
”
[7](第 2卷 ”O页 )

曾任广学会 总干事 的英 国传 教 士李 提摩 太

(Timothy Richard)更是旗帜鲜明地谈到文字事工较

之其他事工的诸多优点 :设教堂讲道、办学校和开医

院 ,对于传教来说都太慢 ,收效不大 ,只 有文字出版

才是
“
以百万计地进行感化

”
的方法 ,“ 别的方法可

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 ,而 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

的人改变头脑
”
[8](7-8页 )。 李提摩太不但对文

字宣传的作用极端推崇 ,而且积极投身于文字事工 ,

业绩突出。1897年 ,李提摩太在伦敦发表演讲 ,进

一步阐明了开展文字传教的原因:第 一 ,印 刷的书刊

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们更合适 ,在 公开场合

对基督教持有敌意的士大夫们 ,在 私人家庭生活中

可能因着文字工作被带到主前 ;第 二 ,借文字来宣扬

基督教 ,更不会引起暴动 ;第 三 ,文 字工作比其他方

法更能直接间接地接触更多的人 ,也接触得更快更

有效 [9](IOI页 )。

随着基督教向内地的逐渐扩张,19世纪末 ,四

川也出现了文字传教活动。加拿大卫斯理会 (Cana~

dian M⒍hodi哎 Mission)曾 有人评述了本会传教士赫

斐秋 (Ⅴ ir莎lC.Hart)在 四川开展的文字事工 ,认 为 :

“
在所有不同种类的传教事工中,没有一种像文字

出版那样成功或者说影响深远。
”
[10](16I页 )可

见 ,文字事工的确被一部分传教士放到了各项事工

的首要位置。

由于有以上认识 ,一些西方差会和传教士纷纷

在中国办印刷厂、出版社和刊物。据不完全统计 ,在

19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 ,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印刷

出版机构不下 ω 所[11](218页 )。 其中,有 些印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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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机构 ,譬如美华书馆、墨海书馆 、广学会等 ,规模

宏大、技术先进、设各精 良,为 近代早期的中国出版

印刷业作出了贡献。从 19世纪 们 年代到 19世纪

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,外 国人先后在中国

创办中外文报刊多达 170余种 ,约 占当时中国全国

报刊总数的 9s%卜 2](上册sO页 )。

三 不断调整的文字传教策略

采用文字传教 ,需要解决何种内容才能打动中

国人心的问题。单纯的基督教义宣传 ,对于深受儒

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来说 ,是 很难接受的。传教士

认为中国闭关 自守 ,禁 止传教活动的原因是中国人

孤陋寡闻、盲 目自大 ,应 当用西方的实用知识来打开

这封闭的国门和排外的人心。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

(Charles Gutzlaf)是 一个孜孜不倦的文字工作者 ,他

的中外文著述大约有 70余种。1833年 7月 ,郭 士

立在广州编辑出版了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》,这是

新教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。郭士立在

18Ss年 6月 乃 日为该刊写的《创刊计划书》中说 :

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 ,并取得广

泛进展之时⋯⋯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百年来一样

停滞不前⋯⋯出版这份月刊的目的 ,是让中国人了

解我们的技艺、科学和准则之后 ,可 以消除他们高傲

的排外思想[4](51页 )。 郭士立认为利用文字传播

西方文明 ,是 向全中国传教的一个有效手段 ,所 以该

刊主要内容为宣传宗教 ,但也报道一些各国的政治、

经济、地理、历史和广州外贸情况。1834年 11月 29

日,在广州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、领事官还联合组织

了
“
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

”②(Society细 Hhe Diffusion

of Useful Knowledge h China),目 的是
“
出版能启迪

中国人民思想的书籍 ,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播给

他们
”
[4](52页 )。 发起人有郭士立、裨治文、马儒

翰等传教士。此后 ,传教士创办的刊物 ,出 版的图

书 ,都有许多介绍科学文化的内容。

00多年后的 18刀 年 ,全体在华新教传教士第

一届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,大会任命了一个被称为
“
益智书会

”(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而ttee)

的委员会 ,其工作职能是为教会学校准备课本。之

后 ,益 智书会督办韦廉臣博士 (Dr。 Alexander Wil-

liamson)于 1884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组建了同文

书会 ,该会是中国益智书会的后援机构。为了满足

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的需求 ,韦廉臣于 1887年

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新的同文书会 (其英文名称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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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

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” )。 这样 ,格 拉斯哥的

同文书会就可以直接支援中国的同文书会。这个新

机构的目的是
“
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 ,在 全 中国范

围内 ,包括向它的殖民地和依附国出版发行基于基

督教原则的文字作品 ,尤 其是适应社会各阶层的期

刊文字
”
,而且该会希望借此激发 中国的学者和官

僚们去展望
“
当今世界在知识与文明进步上都取得

了哪些成就
”
[13](8页 )。 清末民初 ,在基督教出版

物中,非宗教类占较大比例 ,而且广学会的出版物中

非宗教类还占了大部分。据广学会
“1899年 目录中

所载 ,该年所出版的新书共 19种 ,其 中直接与基督

教有关的只有 8种。1912年广学会年报称 ,以 往 25

年所出版的主要书籍 ,属 于宗教性的只有 48种 ,非

宗教性的却有 120种”
[8](20—21页 )。 非宗教性的

书籍大部分介绍西方法律、政治、教育、实业、天文、

地理、博物、理化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。有的被学

堂采用为教科书 ,其余则公开发行。

郭士立曾打算
“
要将福音传遍中华帝国十八个

省的每个角落
”
。然而 ,经 过一段时期的实践 ,传教

士们发现 ,文字事工并没有取得他们想像的成就 ,没

有出现全中国人民争相接受基督教的局面。其实 ,

在清末民初的中国,人 民的识字率是非常低的,无法

从文字作品中受教 ;有能力接受西方学艺和科学 ,而

又能影响广大人民的当然是知书达礼、识字较多的

士绅阶层。19世纪中叶以后 ,保守派和自由派传教

士围绕传教方针有过一场争论 ,影 响到文字事工的

开展。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主张分为两派 ,一派认

为中国百姓属灵方面的需要是最主要的 ,主 张采用

戴德生(James H。 Taylor)的直接传教法 ,即 面向老百

姓传播福音 ,发送宣传品,吸收信徒 ;还 有一派采用

间接传教法 ,这部分传教士鉴于直接传教效果不大 ,

主张通过宣传西方文化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

阶层 ,从而改变中国社会 ,使 人民慢慢接受基督教。

主张直接传教的传教士属于保守派 ,以 戴德生为代

表 ,主张间接传教的传教士大都属于自由派 ,以林乐

知(Young J.Allen)、 李提摩太等人为代表。正如美

国学者柯文(Paul Cohen)在 《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

教方式之比较》一文中所说 :“ 戴氏的方法是要求更

多的人来带领一百万中国人信主 ,李 氏却寻找如何

借一个人带领一百万人信主的方法。
”
[9](9T贞 )自

由派传教士通过办学会、译书、办报刊、办教育等 ,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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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。其 中 ,还 有一些人受聘于清

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同文馆、广方言馆、江南制造局从

事译书或担任教习。戴德生发现中国大多数民众都

是文盲 ,因 此提倡采取传统的巡回布道的方式传教 ,

不赞同将文字工作居于首位 ,但 当布道工作由面而

点的集中以后 ,戴德生也赞成用罗马字拼音教育文

盲。

面对宣教效果不佳以及来 自内部的分歧 ,通 过

几十年的观察 ,自 由派传教士发现中国是一个注重

学问、尊崇权力的国度 ,必须首先利用出版物影响中

国的统治阶级和士大夫 ,才能达到使 中国开放的 目

的。在走上层路线方面 ,广 学会 (其 前身为同文书

会)是一个典型代表。18gO年 ,李 提摩太到上海 出

席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 ,他在会上作了题为《基

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》的报告 ,主 张将传教

重点移到中国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 ,还 提出应加

强基督教出版事业的建议[14](40-47页 )。 1891年

10月 ,李提摩太辞去《时报》主笔 ,到 上海继韦廉臣

担任同文书会督办。1892年 2月 ,同文书会改称广

学会 ,李提摩太任总干事。广学会逐渐增加出版鼓

吹变法的书籍 ,并调查中国上层社会可作为读者对

象的具体人数 ,加强与上层人士的联系。李提摩太

提出:传教士
“
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 ,我 们将

把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 ,系 统地教育他们 ,直到教他

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

为止
”
。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目的就是要

“
争取

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,启 发皇帝和政治家的

思想
”
[15](85、 12-13页 ),希望通过鼓吹变法主张 ,

把中国的维新运动导向他们希望的轨道。

1894年 12月 6日 ,广学会召开年会。在发表

的那次年会的年报中,在
“
我们的宗旨

”
标题下 ,一

开头就写道 :“ 我们的目的是教导中国的上层人士

和知识阶层的男女人士 ,让他们知道中国的贫困可

以被拯救 ,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得到新生。为取

代最终将使个人和国家都将毁灭的自私 ,我 们要把

基督的爱和慈悲普施于一切人。⋯⋯为了实行这个

宗旨,我们认为应利用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的领袖

人物来发展我们的工作。
”
[16](第 1卷 416页 )在 实

际行动上 ,广学会派中国基督徒在科举考试时在考

场外分发传单和小册子 ,并设法用文字与中国的官

僚士大夫接触 ,需求支持。翁同觫、李鸿章、张之洞、

孙家鼐一批清朝大吏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变法

人士均与广学会有接触 ,或深受广学会出版物影响 ,

连光绪皇帝的书单中也有大量广学会的出版物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 ,以 广学会为代表的基督教出

版机构的工作方针又发生了重大改变 ,即 一改过去

将普通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出版重点 的做法 ,而是把

出版工作严格地限制在宗教文字方面。正如季理斐

所说的 ,将来的出版工作将
“
着重突出作为真理之

根本的基督教
”
[17](” 页)。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

因 ,一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大批成长起来 ,既有从

国外留学回来的 ,也有本土新式学堂培养的 ,他们无

需再从基督教出版物中获取西方知识 ;二是以商务

印书馆为代表的本土出版机构大量成长起来 ,足 以

承担出版学生课本和普通知识的责任 ;三 是中国教

会对宗教读物的需求在增长。广学会等新教出版机

构对中国社会上层的影响力已日渐消失。

1912— 1949年 ,基督教新教出版机构共出版了

大约 3000种 图书,2700种小册子[2](“ 3页 ),两者

相加为 5700种左右 ,大约占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总量

10余万种的 5.7%[18]。 可见 ,其影响力已经大不

如清末时期。

应该指出的是 ,传教士在宣传西方知识或者西

方文明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传教的使命 ,即
“
出版发

行基于基督教原则的文字作品
”
。一些传教士曾反

复强调这一点。1890年 ,在上海举行的在华传教士

大会上 ,遏菲尔说道 :中 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能传

播的哲学和科学 ,但 它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的手里

来获得这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⋯⋯如果哲学与科学

的知识离开了基督教 ,那 知识就会使人们 自大和自

信⋯⋯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 ,浸 润于基督教教

义中,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 ,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

面前低头 [19](471页 )。 季理斐 (Donald MacGilliˉ

vray)是 加拿大长老会的一位传教士,19zO年 担任广

学会总干事。早在 1900年 ,季理斐就应李提摩太的

请求加人了广学会。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,他这样

描述自己当初加人广学会时的心境 :想 一想这个名

称——“
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与普通知识协会

”
,将基

督这个词放在前面 ,我 相信它的意思是要涵盖协会

所有的工作。对我来说 ,我 并不打算涉足所谓
“
普

通知识
”
领域 ,因 为我没有被呼召去做这样的工作

⋯⋯我的目标是使用基督教的文字出版资料 ,就像

我从现在开始要使用我的声音一样 ,将 上帝的福音

传给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[15](20页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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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对文字事工本色化的矛盾态度

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 ,中 国基督教的民族意

识大大增强 ,要求摆脱外 国差会的控制。而一些传

教士也意识到应该让中国基督徒 自办教会 ,即 中国

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引起了重视。进人 zO世纪以

后 ,特别是受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推动 ,中 国

基督教本色化或本土化的要求 日益强烈 ,其表现之

一便是中国本土教会文字事工的兴起。

早期所有基督教文字作 品都是 由传教士编著

的 ,而 中国作者一般只协助翻译。⒛ 世纪 ⒛ 年代

初期 ,随着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意识觉醒 ,本土化教会

运动的兴起 ,以 及在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方向上中外

人士之间存在着分歧等原因 ,出 现了对 中国基督徒

创作的本土文字作品的需求。在这种情形下 ,传教

士们感到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文字出版计划乃是当务

之急。他们认识到 ,如果要让基督教文化在中国这

块土地上扎根 ,就必须有更多的中国文字工作者投

人到这项事业 中来。而且在这场社会大变革时期 ,

选择出版的文字作品应该最有效地使基督徒在新生

的中华民国中成为先进的社会力量。季理斐在广学

会 1912年 年度报告中为宗教书籍的出版勾勒了三

个 目标 :1.拓 宽中国基督徒的视野 ,帮 助他们理解并

信念全备的福音真理 ;2。 让他们能够 自立 ;3。 培养他

们的团结协作精神[20](16页 )。 19zz年 5月 ,全 国

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 ,中 国代表和传教士各约占

一半。会议重点是讨论
“
本色教会

”
的主张。大会

结束后 ,中 华基督教协进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 :

“
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中国的启蒙运动 ,以 及它给基

督教会带来的挑战 ,那 么我们应该如何成功地迎接

这场挑战呢?目 前最好还是用文字作品来回应这一

挑战。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 ,为 迎接这场运

动而产生的文字作品必须是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文字

作品 ,从而本土基督教文字作品的生产必定要成为

我们的最终目标。
”
[21](19-20页 )总 之 ,中 国基督

教文字本土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。

西方传教士们对本土化文字作品的反应不一。

比较保守的人认为 :“ 虽然当时的基督教文字作品

还不够本土化 ,但它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外国人和

中国人同样有效的普遍真理。
”
[” ](317页 )就 连赞

成本色化的季理斐在 19z3年 也说 :“ 既然是外国人

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在生产文字作品 ,我 们就不能指

望中国人。但愿有一天他们自己的人能够生产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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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了 ,他们就会起来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。但现

在的事实情况是 ,所有圣教书会 、广学会和圣经公会

都是外国公会组织 ,全部生产与 日常开支都来 自海

外资源和教会的慷慨捐助。
”
[23](162-1“ 页)言下

之意 ,由 于中国教会在资金和人力资源上基础薄弱 ,

本土基督教文字工作还脱离不了外国差会的控制。

1923年 成立的中华基督教文社是完全致力于

弘扬中国本土基督教文化的机构。传教士队伍中的

自由派对中华基督教文社的成立表示欢迎 ,并对此

评论说 :“ 没有谁比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需要。如

果不对他们贫瘠的资源给予大量的补充 ,基 督教文

字作品就难以应付当前的危机 ,这 将使中国基督教

运动遭受倒退的命运 ,从而阻碍基督教的前途与未

来。
”
["](374-375页 )然 而 ,传教士中的保守派

人士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,他们认为文社在神学上太

自由化了,在 工作原则上表现得太民族主义化了。

在他们眼里 ,这两个特征都是排外运动的产物。由

于保守派的压力 ,文社的主要财经支持者——美国

社会宗教研究社后来不再给予资助 [25](12页 )。

1928年 ,文社不得不停止全部活动并最终于 1930

年解散 ,其工作仅维持了 7年 。由于缺乏来 自差会

方面的财政支持 ,加 之缺乏称职的文字工作者 ,一场

由中华基督教文社发起的本色化基督教文字工作计

划基本落空。

其他的中国基督教文字机构亦有类似情况。如

在中国西部,1924年 1月 中华基督教四川大会创办

《希望月刊》,由 文字部管辖。实际上该刊社属于华

英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 ,刊物由书局印刷发行 ,经济

由书局统筹统支[26](323页 )。 刊物最初由传教士

亲自控制 ,后来名义上改由中国人主持 ,而实际上每

期所有的稿件 ,都必须事先经文字部的委办审查 ,决

定取舍[27](26页 )。

综上所述 ,西方差会及传教士对于用文字作为

传教手段 ,有一个由浅人深的认识过程 ,其策略亦不

断调整 ,对于基督教文字的本色化问题也持有一个

矛盾的心态。但无论如何 ,基 督教在华文字事业是

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而逐渐发展的,同 时 ,传教

士对文字工作的认识和干预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

用。从传教士的主观愿望来看 ,他们举办出版事业 ,

大力推销基督教出版物 ,是将其作为传教手段 ,是为

了有利于向中国人传播福音 ,并且在特殊的时代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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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下充当了帝 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文化工具 ,但在客  学校 、医院、图书馆 的兴办 皆有重要影响 ,对 中国的

观上却为传播西方文化起 到 了桥梁作用 ,为 古老而  改 良和民主思潮的高涨起 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,并

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注人 了一股新鲜 的血液 ,对近  促进 了我 国近代 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。

代 中国知识分子新思想 、新观念的形成 ,对 中国新式

注释 :

①据王忠欣统计 ,在 18ω 年以前 ,教会学校约有 50所 ,人学人数 1000人左右。见王著《中国近现代教育与基督教》,湖北教育

出版社2000年版 ,第 19页 。

②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组成 :英商马地臣为会长 ,美商奥立芬为司库 ,传教士裨治文、郭士立、马儒翰为秘书 ,英 国商务监督

德庇时和驻广州各国领事为名誉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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